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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马克思与正义”讨论需要被置放到思想史语境中方能得以推进。从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到
１７世纪特别是苏格兰思想家的阐释，分配正义已经窄化为按照贡献原则（劳动）分配的正义，这是资产阶级证
成私有财产权的需要（劳动—所有权）。考察这一转变，可见马克思并未否定分配正义，这要求人们需要推进

对“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之真实内涵的把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践智慧地处理两种分配正义形

态之间张力，已经逐渐开启一条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寻求正义”、“市场正义”以及“第三条道路”的

正义观念不同的“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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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艾伦·伍德与胡萨米①，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关于“马克思与正义关系”的讨论虽然观点纷呈，

但是这些争论往往纠缠于正义似乎是一个自明性的“价值”，而遗忘了对正义本身进行历史地考察。如

有江大介（Ｄａｉｓｕｋｅ Ａｒｉｅ）所说，正义的含义是复杂的，正义一方面是法的公正、平等的应用；另一方面，正
义又常常代表着物品、利益、收入，有时候甚至是一些政治参与机会的恰当分配。②毫无疑问，在这场讨

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关于分配正义之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如果人们忽视了对分配正义内涵的准

确把握，也必然无法抵达马克思思想的根基处。那么，马克思到底如何看待此种“分配正义”？限定在

私有产权制度范围内的分配正义是否本身就是一个形容词悖论？回顾人类探索社会正义的发展道路，

重新界定与推进马克思的正义观念作为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资源，又与现代西方社会探

索的正义道路存在着怎样的不同抑或是一种“趋同”？基于此，通过“历史地”思考分配正义的嬗变，重

返社会现实吁求一种马克思的“后正义”观念，将有助于挖掘与激活马克思的正义理论的当代意义。

一、“正义”勘定的窘境：争论观点的分歧、实质与出路

引起学术界对“马克思与正义”研究无限争论的首要原因在于，马克思自身没有将正义作为一个

“概念”加以思考。按照罗尔斯的推测，对此至少有这样几种原因可以说明：（ａ）马克思反对乌托邦社会
主义；（ｂ）马克思反对改良主义，以及那种狭义的分配正义的倾向；（ｃ）马克思反对建立在某种观念上的
社会科学；（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蓝图拟定忽视了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这是彻底消灭阶级所必需的条
件；（ｅ）通过道德规劝而认为阶级斗争不必要的看法是错误的；（ｆ）即使从这些理想的角度来批判资本
主义也可能是非历史的，诸如谈论正义会误解推进社会主义的事业的经济基础。③无疑，罗尔斯是站在

艾伦·伍德、克罗希尔、塔克等人的一方，认为马克思不会拥有正义的观念，这种正义不过是一种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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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所以马克思不会去阐释什么“正义”观念。

当然，另一方面，认为马克思缺乏正义观念的原因是来自现实的维度，柏林墙的坍塌与欧洲共产主义

滑坡相继加速了马克思研究领域学术界的混乱状况。①这样一来，重塑马克思理论的“正义”维度显得十分

必要。况且在常识性的正义观念理解中，正义概念有着自然法的根据，即合乎人的本性的、自然的理念，那

么一切对人的本性宰制的社会，或者说阻碍人的本性自由发展的制度都是非正义的。按照这样的看法，资

本主义社会的非人性与人类解放的人性化，显然都是可以用“正义”来标注的。但是，如果置放到正义的思

想史语境，这个判断恰恰就是“拜物教”观念，一种将“个别”看作“普遍”、“一般”的思维方式，②在进入思

想史考察正义理念之前，我们先来看以往关于这一问题讨论所彰显的各自理论观念以及问题。

至目前为止，按照卢克斯的分析，关于“马克思与正义是否相适”的论争大致有四种观点，③下面，我

将试图通过借助卢克斯归类性总结给予的提示来讨论各自观点的缺陷，并最后认定卢克斯自己所论的

第五种“多视角”的看法也是存在致命的错误。④

第一，“塔克—伍德命题”。他们持有的观点是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正义的。这就

是说，只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Ｇｅｒｅｃｈｔ）。显然，伍德与塔克将资本主义的批
判看作是一种“事实判断”，理解“正义”不能依据独立于现行生产方式之外，象征社会现实可以与之相适应

的某种理想的、抽象的或形式上的原则。⑤按照他们的理解，剥削是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剥削劳动不仅不

是非正义的，反而是正义的。这一观点在我看来，其缺陷在于彻底地否认了马克思的规范性维度，容易陷

入非批判的实证主义视野中，将资本主义的一切“社会非正义”当作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第二，胡萨米

与柯亨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作了不正义的理解。按照这种看法，“马克思

有效地运用了社会主义的正义原则来评价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易就是资本主义违背

分配正义的一个证明”。⑥柯亨也是抓住了资本家对工人占有的“盗窃”性质认为，“盗窃”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资本主义一定是非正义的。胡萨米与柯亨认为马克思会依据一种“价值”批判的方式批判资本主义而使

用“盗窃”、“剥削”、“掠夺”、“诈欺”这样的语词，而且剥削这样的词语实质上就是对“无酬劳动时间占有”。

在我看来，持有这样的观点是对事实性否定的忽视，而过于强调了价值判断。第三，戈瑞·杨的看法。这

一观点认为，应该将交换或者流通领域与生产领域划分开来，也就是说，马克思在交换和流通领域看到资

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正义的，而一旦进入到生产领域来讲，掠夺与榨取剩余价值的非正义便产生了，

正如卢克斯在梳理这个观点的正确时指出的，“看到了工人不是自由的，而是‘被迫’将自己出卖给（某个）

资本家的”。⑦但是，依照我的理解，这种区分虽然在事实的层面判断了生产领域的非正义性，这是合理的地

方。又同时将交换或流通领域认定为正义，没有对交换或者流通领域的正义限度有足够的认识。第四，米

勒的观点。他认为资本家与工人既不是正义，又不是不正义。因为，正义是一个陈旧的、在科学上毫不相

干的范畴，类似于中世纪的神学概念。依照卢克斯的看法，这种米勒的判断正确性在于陈述了正义是一个

阶级社会的特征，史前社会的一个标志。不过，与卢克斯不同的是，我以为，这一判断看不到正义的存在条

件及合理性，完全将正义取消。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金里卡的看法，“正义有其意义仅仅是因为我们处于

‘正义的条件’（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之中，正是这样的条件产生着只有通过正义原则来加以解决的冲
突”。⑧第五，卢克斯本人梳理之后得出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坚持所有这些观点，而且每一种看法在

视角相对主义的意义上都是正确的。⑨这个看法最致命的问题在于，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对待资本主

义的批判进路上是缺乏连贯性的，甚至是前后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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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卢克斯指明各自观点的“真实”之处不同，我已经一一指出了上述五种观点的“缺陷”，究其根本，

其实他们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正义与资本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的关系？正义是与资本主义一致的观

念（如第一种或第三种中对于交易与流通领域的看法），还是不一致的（如第二种或者第三种对生产领

域的看法）？如果是不一致，是否有一个高于资本主义的“正义”观念（按照第四种，这个概念已过时）。

那么，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出路又在哪里？显然这不可能是一个依据文本便能解决的问题，因为双方都

能够找到文本支撑。那么，问题一定是出在以什么样的视野来对待散落在马克思文本之中的“正义”概

念。对此，我们需要将正义放置到“思想史”视域，考量正义通常都是在什么意义上被谈论的，才能更进

一步确定马克思在谈论正义时基本的思想史语境是什么，从而有助于消解上述争论中的一些假问题。

二、历史地思考正义观念：私有财产权与“按劳分配”的双重批判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是最初以“体系化”的方式加以讨论的，按照他的看法，正

义一方面是“矫正正义”，包括“不自由的交换”，诸如抢劫、偷盗、拉皮条、作伪证等；也包括“自由的交

易”，诸如出售、放贷、抵押、出租等，即在“交换”中按照算数比例消减不公正获得的一方以弥补受损的

另一方的方式进行的“拉平正义”。另一方面是“分配正义”，“表现在荣誉、财物以及合法公民人人有份

的东西分配中”。当然，不同人对于分配什么还是存在差异的，“民主派说，自由才是价值；寡头派说，财

富才是价值，而贵族派则认为，出身高贵就是德性”。①亚里士多德认为，分配正义调整的是“公共物品”

对体制内所有人分配的问题。不过，我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奴隶虽然是劳动的一方，但

是，并不属于这“所有人”，也就是说，此时的分配正义并不是一种“按劳分配”。

经过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分配正义不过是维持社会和谐的一种均衡的原则，并随之将分配正义引

向了自然法，这一点在 １７世纪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基于罗马法的大陆自然法传统认为，不是分配正义，
而是交易正义逐渐成为市民法的关键概念之一。格劳休斯与普芬道夫就设想过合同法的原则作为实证

法系统的基础。而分配正义逐渐被移入到法律范围之外的道德领域。②到了 １８ 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如
哈奇森在受到理查德·坎伯兰与舍夫茨别两人的影响后，认为个人的判断和行为将会有益于社会和人

类的总体幸福，正义就是一种自然的德性。休谟则认为，正义是一种态度，事物的本身已经蕴含了正义

性。也就是说，正义的对象是一种人为的非故意的创造物，非故意的意思是想说明正义并非是借助理性

的谋划，它就是人类本性中的一种特性而已。而对斯密来讲，正义的惯例来自于人们的一种习惯性的倾

向，正义的精确性则需要借助个人判断。③

同样在 １７、１８世纪，正当这些启蒙思想家将分配正义归为一种“自然法”观念时，他们另一方面却在极力
证成私有财产权问题，而论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诸如，洛克以劳动来为私有财产论证，

这是一种依靠自然法的论证方式，也在他的意图中，私有财产的存在才是正义的。他的论述思路大致如其在

《政府论》中的阐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体，这种身体是我的，而身体的运动又是一种劳动，这种劳动也是我

的。从而，任何物，只要是他对其注入劳动，包括移动，该物都是他的财产。显而易见，按照这些启蒙思想家的

“劳动—所有权”的论证，恰好改变了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的内涵，那就是财富的分配标准此时已经需要“劳

动”这一假象来加以确立了。这样就能够理解为什么 １７、１８世纪的思想家们纷纷论证分配正义的自然性，不
过是想以论证“按劳分配”的天然合理性方式来为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做辩护罢了。

“财产权就是盗窃！”，这是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的核心命题，蒲鲁东通过对“谁先占归谁所

有”、“劳动致富”和“谁出资谁收益”批判了财产权，这无疑为马克思批判“按劳分配”（贡献原则）奠定

了深厚的基础。应该看到，马克思将批判视角集中在“按劳分配”上是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劳动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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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财富的真实来源，瓦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资产阶级私有财产权来源的“肮脏性”。在《共产党

宣言》中，马克思就已经对此嘲讽说，“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①在《资本

论》的“原始积累的秘密”中，马克思嘲笑上述启蒙思想家说，“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时候，就像在

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

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是耗费过了头的无懒汉”，所以，“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

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以出卖的东西”，事实却不是这样，“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

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马克思通过历史的方式展现了“原始积累的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

西”，是充满着“血与火”的暴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是“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

离为前提的”。②也就是说，在启蒙思想家谈论分配正义的时候，他们暗自以“按劳分配”的假象完成了对

自身私有财产权的论证。马克思的分析有力地说明了私有财产权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

它的起点。第二，“按劳分配”是按照劳动这样一个同一尺度的比例进行的分配，结果只能是忽视了人

的自然或者社会的乐透（ｌｏｔｔｅｒｙ），造成结果的不公正。“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者来说是不
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我们知道，资本主义

在社会现实层面论证私有财产，它也会反映到人们的观念中，与此相应资本主义自身还会创造一套“解

毒”的策略，使得人们深陷于拜物教之中，而被深深地“物化”，“按劳分配”显然就是这样一套策略。实

质上，劳动者毕竟是千差万别的，“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子女较多，另一个

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所以，要避免这些差异带来的弊病，“权利就不应该是平等的，而应该是不平等

的”。③如果，我们将“按劳分配”与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分配正义所持的“几何比例”相对照，二者也是十

分不同的，因为在亚氏那里分配正义恰是基于人们的差异性而讲的。

通过历史地思考正义观念，可以知道，马克思所批判的“分配正义”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而

是建立欧洲启蒙运动话语下为私有财产权论证的“按劳分配”（贡献原则）。这样一来，可以肯定地讲，

马克思的思想其实还是在追求一种“分配正义”的正义，不过要重新加以界定。这也是我们研究马克思

哲学的人常常颇为踌躇的，在欧洲启蒙叙述话语下的那些概念，到了马克思这里基本上都发生了改变，

诸如哲学、国家等概念。对于未来社会的分配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马克思认为，在分工消失之后，劳动

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时，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极大增长，集体财富

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④当然，“需要”能够

成为分配的标准并又是正义的原因在于，这是超越了“物的需要”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需要的，这一点

金里卡精准地捕捉到了，“社会主义政府如果只满足人民的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就很难说得上是对西方

某些民主福利国家的发展”。因此，“人的需要包括‘在生产和消费上全面展现自己的丰富的个性’”。⑤

这是马克思持有的真正的“分配正义”。

按照罗尔斯的意思，在生产者自由联合体的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意识都消失了，正义作为虚假的价

值观念自然随之消失⑥，这也是伍德等人的观点。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所

讲的正义仅仅是指“按劳分配”，这的确随着私有财产权的瓦解之后也随之消失。但是，也要认识到，

“按劳分配”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虽然它还存在着诸多弊病，但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

避免的”。⑦诸如，在商品交换的生活中，人们必须要借助“按劳分配”来调节现有的经济生活，而对于未

来人类社会也绝不是借助“按需分配”的标准来批判便可达成的，如果这样想，那就远远溢出了历史唯

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毋宁说，“按需分配”是人们在借助资本逻辑发展的自我否定过程中，以及阶级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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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私有财产权的瓦解而最终走出“物的依赖性社会”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了与基于财产权框架之内的

正义观念（按劳分配）相区分，我们将以“后正义”来标注马克思正义观念对“按劳分配”的事实维度的容

忍与基于规范性维度的“按需分配”之间张力的整体性把握。

三、吁求正义的张力与倡导走向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正义”特别是分配正义是今天所有国家面临的基础问题之一。回顾西方学术界对未来道路探索

的整个讨论来看，“正义”又始终与一个社会对待资本逻辑相关。从资本逻辑视角看，欧洲启蒙运动以

来大致存在这样三种情况：一是，完全认同资本逻辑的道路，在这一条道路上，理性、技术、现代政治法治

制度为其保驾护航，从而使得资本实现其自身的增值逻辑。但是，随着资本衍生到金融资本这一阶段，

造成了美国这样资本发达国家的次贷危机波及全球，使得人们看到了资本发展本身的问题，同时辅之以

各种学术讨论所提示出来的“现代性批判”正是针对这样一条道路。二是，急于瓦解资本的道路。这样

一条道路的理论依据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理解所形成的传统，即在推翻资本主义必然要消除一

切私有产权，从而才能彻底瓦解资本并消除剥削，这样一条道路在随着现实苏联发展以及中国社会主义

发展中遭遇的曲折，使得人们开始重新辩证地思考资本本身的“价值”。三是，人们经常听到的“第三条

道路”，即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中间的折衷路线，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寻求结合的道路。显然，就

人类已经走过的道路而言，中国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彰显按照“低位阶”的贡献原则

（劳动）与“高位阶”按需分配之间的张力的合理解决，从而无法归纳为上述道路中的任何一种。那么，

它又与当今西方社会探索正义的道路有着怎样的区分？我们试图通过当前西方社会主要的三种模式，

试图能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道路”开掘出一些思想启示。

首先，“中国道路”是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寻求正义”不同的道路。在私有财产权框架之

内消除相应的社会不平等，这是自由主义正义的基本理念。如果说原先仅需要指明自由主义的正义观

念只是讲政治权利、机会的平等，而无视人的真实的经济生活，便可以有效地达到批判效果的话，今天，

这样的方式对于像德沃金、托马斯·内格尔、托马斯·伯格（Ｔｈｏｍａｓ Ｐｏｇｇｅ）以及罗尔斯等人的理论便不
再那么奏效。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他们的理论中，那种显著的差异慢慢被融合了，罗尔斯倡导物质不

平等与权利不平等的相容，德沃金的自由主义的资源平等与社会主义的各种补偿正义之间似乎都不再

有什么深刻的差异。①而像约翰·罗默、科恩这样也都尝试着将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在一起。在

约翰·罗默看来，“社会主义者已经形成了对公有制的崇拜”，实质上，他们应该关心的是，“生产资料中

什么类型的财产权会带来不平等”以及“这些财产权能造成一个最能促进每个人机会平等的社会”。②后

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不自觉地运用了自我所有”③，很明显在科恩看来，

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讲述的正义观念，解决社会不平等也只能是基于私有财产权论证最为核心的基础

“自我所有权”，与自由主义共享着同一的原则。这样的理论出现与西方学者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

主义道路的误判有关。他们认为，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对私有财产权的瓦解已经完全失效了，现在要做

的就只能是恢复社会主义的实质，即一个私有财产权框架之内的“正义”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正像卡

洛·罗塞利认为的那样，“社会主义运动是自由主义的真实继承人”。当然，他们之间也绝不是“彼此对

立”的，“而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自由主义是理想的鼓舞力量，社会主义是实践的实现力量”。④这样的

道路选择只是看到马克思“后正义观”中的“低位阶”的按照贡献原则（劳动）分配，遗忘了私有财产权瓦

解能够达至的“高位阶”的“按需分配”，从而遮蔽了两条道路之间的界线。

其次，“中国道路”是与“市场正义”所论的“放弃公有制才能使社会主义获得成功”不同的道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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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形态来讲，哈耶克无疑是这种“市场正义”的代表人物。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他认为，今天“除了

让产品在竞争性市场中进行分配之外，尚不知有什么其他方法能够告诉个人，他们该为各自的努力确定

什么方向，才能为总产量做出最大限度的贡献”。哈耶克坚持认为，“通过遵守决定着竞争性市场秩序

的、自发产生的道德传统（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服膺的理性主义教条或规范不相符的传统），我们所生

产并积累起来的知识与财富，要大于那些自称严格遵守‘理性’办事的人所鼓吹的中央指令经济所能得

到或利用的数量”。①也正是因为他赞成从自发秩序出发来理解社会，在其中人们的行为因其自由选择，

当然后果应当自负。这样一来，“对于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社会来说，‘社会正义’这个说法实是毫无意

义可言的”。②“正义是人之行为的一种属性”。③人们总是意图谈论分配正义那是因为他们怀有一种“拟人

化方式”将社会看作是人为的缘故。④在哈耶克看来，试图用政府的强制性的权力去实现“社会正义”只能

摧毁个人的自由而已或者说是对利益集团的一种保护或者产生出一种新的特权，俨然已经构成对人类文

明的阻碍。但是，哈耶克认为，“决不应该构成我们把‘正义’这个婴儿与那些洗澡水一起倒掉”，⑤这里的

洗澡水就是“社会正义”、“分配正义”等。这里显然与马克思对待正义的看法相悖，在马克思看来，分配正

义（按照贡献、劳动原则分配）与私有财产权确实存在着矛盾的方面，至少需要思考进行分配的“公共物品”

在一个私有财产权的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无疑始终是困扰着人们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说，除非是对优越

者的侵犯。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正义观念的张力理解，按照贡献原则（劳动）进行分配本身又是与私有财

产权是一致的，并且成为私有财产权的一个根据，从而，马克思并不像哈耶克那样认为分配正义是商品经

济的敌人，而认为商品经济恰好“不可避免”地需要分配正义来进行补救。⑥

最后，“中国道路”是与吉登斯所论的通过“第三条道路”寻求正义社会不同的道路。按照托尼·布

莱尔对“第三条道路”的界定认为，这是一条“通向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和成功之路”，面临的严峻

现实是“全球市场、持续的贫穷和社会排斥、上升的犯罪率、家庭的崩溃”等诸多问题，“第三条道路”选

择的是“超越沉迷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派、又超越倡导狭隘的个人主义的新自由放

任以及笃信自由市场万能良药的信念的新右派”。⑦按照吉登斯的看法，“第三条道路”是今天追求社会

正义和团结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因为，在他看来，“市场并不总是加剧不平等，有时也可以是克服不平等

的手段”，对于政府而言，“积极的政府需要促进平等主义的政策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能制造不

平等”。这在所难免，即使最发达的福利国家也制造道德公害、官僚主义、利益集团化等。⑧对于吉登斯

来讲，他认为，之所以“第三条道路”中有左派的因素，也是因为“左派确实主要是一个价值问题，从对市

场的敌意来界定左派将不再有效”，所以，“第三条道路”应付的只是“有关生活政治（ｌｉｆ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的，而
不是左派的‘解放政治’”。⑨虽然这条道路从福利改革方面做了很多修正，并积极倡导用福利社会来取

代福利国家，但是，由于他们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当作一个既定的叙事背景，也就不可能再

对收入、财富、权力的不平等做出更为实质的改变。也就是说，“再分配，这个左派一直以来的主要目标

之一好像被抛弃了”。另一方面它又试图在超越国家控制之后，矛盾地认为，“没有国家来矫正市场造

就的不平等，追求更大的平等决非可能”。瑏瑠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来讲，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依据

贡献原则的“分配正义”虽然必要，但是也要时刻注意界划其基础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同，这与“第

三条道路”明显相异，另一方面，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自我实现”作为马克思的“高位阶”的分配正

义显然也是超越了“第三条道路”念念不忘的“贡献原则”的分配正义，即一种“应得正义”。

（责任编辑　 付长珍）

２５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 ４期

①

②③④⑤

⑥

⑦

⑧⑨瑏瑠

［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２页。
　 邓正来主编，《哈耶克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４０３页；第 ３０６页；第 ３５６页；第 ３９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４３５页。
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２５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２９、３３ 页；第 ３９—４１ 页；第

２４—２５页。


